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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什么、“考核”什么不能说不重要，但追求与考核的主语——谁有权“追求”，谁来“考核”，可能更为重要




 

建立中国人自己的“绿色”反思

秦晖/文

 

改革前的中国，尽管宣传上作为“资本主义罪恶”列证时常提到西方的环境污染，但从未承认中国自己有什么环境问题。相反，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都把“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当成理想美景。中国的环境生态保护运动是改革时期在西方“绿色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上世纪80年代翻译的《增长的极限》、对《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的介绍都起了至关重要的“绿色启蒙”作用。今天国际上比较熟悉的中国两种“绿色声音”：实际从事环保维权的环保NGO组织和并不怎么参与维权、却喜欢在国际上发言的“新左派”朋友都深受这种影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环保思潮与西方是接轨的，即中国人与西方人同样需要环保，需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在问题意识上却是高度“西方化”的，即认为中国环境破坏的发生机制和当代西方相同，甚至就是一种“西方祸害”的东渐。相对而言，环保NGO的诉求更突出前者，“新左派”的环保观更突出后者。这就造成一种现象：西方绿色思潮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特征——从反思工业化、反思资本主义到反思“西方文明”、反思“现代性”；而中国一些绿色思潮的宣传者却有“喜欢西方的反思，却不喜欢反思自己”的特点。

不少人认为，环境破坏只是西方带来的问题、“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现代性”（尤其是工业化）带来的问题。但我认为西方人这样讲是一种反思精神，我们也跟着讲，就没有反思精神了。我是很赞成环保的，但我历来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思想要自立”，在中国讲绿色思潮是要有自己的针对性的。

现代环境保护运动起源于西方，但环境破坏是一个人类的问题，不能说是起源于哪里，人的欲望与环境制约有矛盾，“竭泽而渔”与“细水长流”两种态度也都源远流长，很难说某个文明持一种态度，另一个文明则只有另一种态度。历史上很多非西方地区都出现过因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灾难，甚至导致一些文明的消亡。有人说中国有天人合一学说，可以保护环境。其实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学说是一种以“宇宙等级秩序”来证明人间等级秩序（例如以“天无二日”对应“民无二主”）的理论，它与环境保护本不相干。如今人们把环保意识附会于它，倒也不无可取，因为作为符号的语言能指在历史中增添新的所指，所谓古为今用，也是好事一件。

但问题在于环境保护决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一个认识问题。没有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所谓“重视环境”只能流于空谈。由于经济学上所谓外部性，人人明知重要而又人人破坏之的事例不胜枚举，筒子楼里公共水房往往污秽不堪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古代虽不像一些古文明那样环境破坏到了文明消亡的地步，但环境问题确实也不小。远的不说，明代的《徐霞客游记》中在江西、浙江、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一路，记载奇山异水的同时也记录了许多今天所谓的环境破坏：造纸业污染河流，烧石灰污染空气毁灭风景，乱砍滥伐使“山皆童然无木”，生活垃圾使永州、柳州等地的许多名胜堙为“污浊”的“溷围”。还有学者认为历史上黄河水患最严重时期就是因为从游牧变成过度农耕的缘故。如果说那时没有出现尾气、酸雨和核污染，那只是因为古人还不懂得相关工业技术，而不是因为他们懂得“天人合一”。

很多人认为改革时期“单纯追求GDP增长”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当然有这个因素。不过改革前中国经济混乱时，环境生态问题也并不轻。大跃进不仅造成大饥荒，也造成空前的生态灾难，“大炼钢铁”毁灭了森林。只是那时严重的问题是饥饿，环境问题没人讲。

那时中国农业尽管化肥农药没有今天用的那么多，但那时的化肥农药品种对生态的破坏比今天的品种可要严重得多。改革前我国不少地方大量使用廉价的氨水（我至今难忘那呛人欲晕的刺鼻氨气和水田施过氨水后田螺蚯蚓都死光、连田埂的草都被熏枯的情景）做当家化肥，一些地方还使用有毒的石灰氮。那时用量最大的农药还是西方早就禁用了的可导致广谱累积性中毒的有机氯农药（六六六、滴滴涕等），以及剧毒、高残留有机磷（一六零五、一零五九、三九一一等）、汞制剂（赛利撒、西力生）等。这些东西对生态的危害要比现在的品种大多了。我在农村时亲眼看到当时对六六六的滥用：不但用于田间，还被当地人用于熏杀马蜂（马蜂蛹和幼虫是当地美味）、用于毒鱼以取食。可悲的是农民并非不知这样取食有害，只是饥不择食啊。那时提倡的“五小工业”更是效益小污染大的典型。

改革前的“文革”时代恰恰是“政治挂帅”，不要说GDP，当时几乎所有经济数据都是“机密”，提都不能提。邓小平抓生产，就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属于反动的“修正主义”。那时考核官员更不是考核他治下的经济增长，而是考核他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的作为。总之，那时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与其说是因为“追求经济增长”，不如说是因为“追求政治权力”而造成的。

不只中国，其实德国也有类似现象。我们知道当年的东德生态环境要比西德差得多，也比统一后更差。如今绿党在前东德地区支持率比前西德地区小得多，我猜原因可能是经历过东德生活的人对“反思资本主义”的绿色思潮不那么感兴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现在人们呼吁改变追求目标，另换考核方式，升官不靠GDP，而要考核环境，有人还设计出“绿色GDP”之类的新型考核指标。可是如果以前的“政治挂帅”同样造成环境破坏，今天从“经济挂帅”改成别的什么挂帅，哪怕就是“环保挂帅”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在我看来，“追求”什么、“考核”什么不能说不重要，但追求与考核的主语——谁有权“追求”，谁来“考核”，可能更为重要。一个权不受制、责不可问的体制无论名义上“追求”什么，都可能与民众的期待距离甚大，甚至南辕北辙。中国现在一方面提可持续增长、建设生态文明等，一方面环境却不断恶化，就是这个道理。

这就涉及绿色思想的另一个层面即制度层面。如前所述，我认为环保不仅是个认识问题，更是个制度安排问题。我觉得这似乎也是西方绿党的认识。我理解德国绿党主张的“四大支柱”——生态智慧、社会参与、非暴力、社会正义，和2001年“全球绿党宪章”提出的“六大原则”，即上述四项加上“可持续发展”和“尊重多样性”，其实这都体现了许多制度创新思想。

当然，这方面的争论也不少。今天解决环境问题也有许多思路，不过在我看来基本还是两种：一是通过“公共利益干预”去限制、乃至禁止污染；二是通过“个别利益诱导”去换取减污，乃至弃污。前者寄希望于政府以及社会（环保NGO等）对排污主体（个人或企业法人）唯利是图行为的制约，可以视为一种“生态社会主义”设想，按我的理解，欧洲的绿党比较接近这种主张。后者以如今风行的“碳交易”（又名“排污权交易”）为代表，希望靠市场机制而不是靠强行管制，使排污主体能够为谋利而自愿减少或放弃排污，可以视为一种“生态资本主义”主张。

在西方，两者有很大的争论。排污权交易设想一直被西方左派强烈批评为邪恶的“空气私有化”，而靠国家管制控制污染又被右派看成是可怕的“大政府幽灵”。但是我觉得，正如现代经济往往是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的某种结合一样(德国就是典型），在环境治理方面市场机制和公权力管制何以就不能并行？实际上，管制限污和交易减排都有成功的例子，也各有局限性，至少在中国，我不认为两者是完全排斥的。

与西方人争论“政府，还是市场？”不同，中国的“政府”与“市场”与西方都不一样。所以在中国，争论“政府还是市场”之前先要解决“政府”本身的改革和“市场”本身的公平问题。

而据我所知，绿党与左派一样对“排污权交易”并不欣赏，但在“公共利益干预”方面，绿党不同于强调民主国家作用的传统西方左派之处，在于其更强调以NGO方式行动来干预，这就是作为绿党思想四大支柱之一的“社会参与”的主要内容。

不过，环境保护—污染治理与一般的国家治理还是很不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环境和污染都是无国界的。如果说西方如今的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虽有弊病毕竟还一直有效，结合两者的“社会市场经济”更是成绩卓著，那么在环境治理方面，无论“管制限污”还是“交易减排”都会碰到全球治理机制欠缺的困难。这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对以“碳交易”为内容的京都议定书的长期拒绝。

其实我们知道，与欧洲的福利国家相比，美国在西方是更强调市场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根据地，以“碳交易”而非“碳管制”为内容的京都议定书应该说更多地体现美国人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西方一些左派舆论对这个被斥为“空气私有化”的议定书批评很厉害）。尽管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一些州“碳交易市场”起了一定作用，在真正关键的全球碳交易问题上，美国却不合作。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全球治理机制，能像民主治理机制在一个国家内那样维护交易规则，打击欺行霸市。国际上没有这种约束，美国就是要“免费排污”，不肯为排污权付费，哪怕这个排污权交易符合其价值观，但抽象的价值观在具体的利益面前往往苍白无力，尤其在行为不受制约时更是如此。

而国际社会之所以推出京都议定书式的交易减排，也并非“新自由主义”有多大影响，而是由于“碳管制”对治理机制的要求比“碳交易”更高，犹如“全球福利制度”比“全球市场”更难以实现一样。连碳交易有人想不接受就可以不接受，要搞碳管制岂不更困难？

所以我认为，在现有的民族国家内民主治理体制下，国界内的环境问题无论是“管制限污”还是“交易减排”都是有作用的，两者还可以结合起来增强环境治理效果。但是对于全球环境问题而言，两者都遇到了缺乏全球治理机制的障碍，而由于西方本来就是多元民主的，两者各自的“无效”似乎就成为对方批评的理由。

但我认为，真正要解决的问题还是需要建立全球治理机制以应对全球化时代的各种挑战（不仅仅是环境挑战），这方面我对欧洲寄以希望，因为欧盟虽然不是全球治理机制，但毕竟是有史以来相对而言最成功的跨国家治理机制，对于欧洲范围内的环境治理也能发挥作用。尽管它在最近的“欧债危机”中经受着“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考验，但我希望它成功，并且以跨国治理实践为未来可能的全球治理提供经验。

 

(该文系“2013中德发展论坛”上作者与德国学者芭芭拉·翁米斯希的对话修改而成，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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